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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化与地方化：近代闽南
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

∗

郑振满

内容提要　近代中国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�深受海外移民的制约和影响。已有的研究成
果表明�海外移民在推进侨乡现代化的过程中�强化了原有的乡土社会文化传统。本文通
过考察闽南华侨的跨国生存状态、侨乡社会权势的转移及侨乡社会文化的传承�探讨近代
闽南侨乡的国际化与地方化进程。所谓国际化�是指闽南侨乡的社会经济中心不断外移�
海外华侨成为闽南侨乡的地方精英�海外世界与闽南侨乡的联系日益密切。所谓地方化�
是指闽南侨乡的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移�侨乡建设与地方公共事务受到了空前的重视�本
地社会文化传统得到了更新和延续。深入研究这一历史过程�对于探讨全球化时代地方
传统的发展前景�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。
关键词　国际化　地方化　海外移民　侨乡　闽南

一、前　言
在近代中国侨乡的社会变迁中�海外移民一度发挥了主导作用。早在1930年代�社会学家陈

达已经指出�闽粤侨乡的生活方式与南洋华侨密切相关�海外移民促成了侨乡社会的现代化。① 陈
达的研究主要关注侨汇收入对侨乡社会的影响�而近年的相关研究则较为关注海外移民与侨乡之
间的社会文化联系。美国人类学家华琛 （Ｊ．Ｗａｔｓｏｎ）关于香港新界移民社区的研究�发现海外移民
不仅利用原籍的社会文化资源在海外创业�而且在推动侨乡现代化的过程中�进一步巩固了乡土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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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曾在2005年北京大学主办的 “北京论坛 ”、2008年哈佛大学主办的 “中国地方史工作坊 ”、2009年 《近代史研究》编辑
部主办的 “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 ”和台湾成功大学主办的 “闽南文化 ”等学术会议上交流�此次发表前又作了较大修改。谨借此
机会�向历次会议主办者和论文评论者致谢！

陈达：《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》�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；《浪迹十年》�台北�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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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文化传统。① 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 （ＰｈｉｌｉｐＡ．Ｋｕｈｎ）认为�到海外谋生是中国侨乡的传统生活方
式�在侨乡与侨居地之间始终存在着人员、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渠道�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以忽视海
外移民史。② 那么�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究竟如何影响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�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
主要问题。

闽南是中国的主要侨乡之一�其华侨及侨眷总数约占全国1／3。根据福建省侨务办公室1990
年的调查统计资料�福建全省的海外华侨、华人总数为740∙4万人�归侨、侨眷总数为436∙83万人�
其中原籍闽南的厦门、泉州、漳州、莆田等市的海外华侨、华人约占84％。③ 在闽南侨乡�有不少家
族的海外族人超过了原籍族人�而留居原籍的族人又大多是归侨或侨眷。这种家族成员散居于世
界各地的跨国生存状态�大致形成于晚清至民国时期。因此�研究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�
必须充分重视海外因素的制约及影响。

关于闽南地区的海外移民及其与侨乡的历史联系�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和资料
积累。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�利用近年来收集的闽南地方文献及田野调查资料�从闽南华侨
的跨国生存状态、侨乡社会权势的转移及侨乡社会文化的传承等角度�探讨近代闽南侨乡的国际化
与地方化趋势。所谓国际化�是指闽南侨乡的社会经济中心不断外移�海外华侨成为闽南侨乡的地
方精英�海外世界与闽南侨乡的联系日益密切。所谓地方化�是指闽南侨乡的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
移�侨乡建设与地方公共事务受到了空前的重视�本地社会文化传统得到了更新和延续。笔者认
为�在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�国际化与地方化的趋势同时并存�相得益彰。深入研
究这一历史过程�对于探讨全球化时代地方传统的发展前景�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。

二、闽南华侨的跨国生存状态
就一般定义而言�华侨是指侨居于国外的中国人�因而自然也就形成了跨国生存状态。不过�

如果华侨世代定居于国外�与侨乡失去了联系�或是加入了外国的国籍�那就成了海外华人�不再维
持跨国生存状态。本文的研究对象�主要是继续保持中国国籍、尚未在国外定居的闽南华侨。就其
跨国生存状态而言�主要有两大特点：一是本人经常往返于国内外�在国外生活只是其毕生经历的
一部分；二是其家人及亲属大多还在国内�侨乡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最终归宿。这种与侨乡保持密
切联系的华侨�严格说来只是从晚清才开始出现。这是因为�晚清以前的中国政府�历来视侨居国
外的中国民众为 “海外弃民 ”�不承认其合法身份�甚至禁止其回国�使之无法与侨乡保持密切的联
系。④ 到了晚清时期�才允许国民自由出入境�承认海外华侨的合法身份。因此�晚清时期华侨政
策的转向�对海外华侨的生存状态及其与侨乡之间的联系方式�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。

闽人自古 “以海为田 ”�尤其注重海外贸易。早在宋元时期�已有不少福建海商因 “通番 ”而 “住
番 ”�成为早期的海外侨民。不过�在当时的市舶司管理体制下�出海贸易的商民必须具结担保�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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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杨力、叶小敦 《东南亚的福建人》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�第 4—5页。
参见庄国土 《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》�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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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往返�难以在海外形成长期聚居的移民社会。明清时期�由于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�有不少闽南
商人滞留于海外�在东南亚许多地区都形成了以闽南人为主体的移民社会�如马来亚的马六甲、槟
榔屿、新加坡�爪哇岛的巴达维亚、三宝垄、泗水�吕宋岛的马尼拉�日本的长崎、广岛等地�都是海外
闽南人的主要聚居地。然而�由于明清两朝都不允许海外侨民回国�使之无法与故乡保持正常的联
系�只能在海外娶妻生子�成家立业�直至老死于海外。在闽南各地的族谱中�记录了大量历代殁葬
于海外的族人。如近年新编的《安海志》�统计了当地11部族谱中的华侨资料�其中于清代客死南
洋的多达285人。南洋各地的华人义冢�大多也是创始于清代。① 1820年代新加坡开埠之初�从马
六甲招致漳泉商人家族�其基本成员皆为在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侨后裔。清中叶以前�南洋华侨的
主要聚居地大多已开始创建庙宇�创办学校�创立同乡会、宗亲会等华侨社团�这些都是海外华人社
会形成的主要标志。② 这说明�在归国无期的历史条件下�海外华人社会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。

晚清时期�在西方列强的炮口下�清王朝被迫打开了国门�华侨与侨乡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
1860年�英法联军攻陷北京�逼迫清政府签订《北京条约》�其第五款规定：“凡有华民�情甘出口�或
在英 （法 ）国所属各处�或在外洋别地承工�俱准将与英 （法 ）民立约为凭�无论单身�或愿携带家属�
一并赴通商各口�下英 （法 ）船只�毫无禁阻。”③1868年�清政府又与美国签订 《中美天津条约续增
条款》�其第五款规定：“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�前往各国�或愿常住入籍�或随时往来�总听其
自便�不得禁阻为是。”④根据上述条约�清政府终于放弃了对海外移民的限制�使华侨得以自由出
入境。光绪十九年 （1893）�清政府议准驻英大臣薛福成的 《请豁除海禁招徕华民疏》�明确宣布：
“嗣后良善商民�无论在洋久暂�婚娶生息�概准由使臣领事官给与护照�任其回国�治生置业�并听
随时经商出洋�毋得仍前藉端讹索。”⑤从此以后�清代禁止华侨出入境的海禁政策正式废除�海外
华侨首次获得合法身份。

由于晚清对海外移民的开禁与通商口岸 “契约华工 ”贸易的盛行�福建沿海地区出现了华侨出
入境的高潮。据厦门海关资料统计�仅1879—1889年的10年间�从厦门口岸运出的 “契约华工 ”就
多达415074人次�其中约80％是运往英属的新加坡、马来亚及北婆罗洲等地。⑥ 这种以劳务输出
为主要特征的对外移民�一直持续至民国初期�使海外华侨的总量及构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到
1930年代末�福建华侨总数已达200多万人�其中约70％为第一代出洋的新华侨。⑦ 但与此同时�
海外移民归国的人数也不断增加。1882—1891年的《厦门海关十年报告》指出：“年复一年�成千上
万贫困阶层的人移居国外�他们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又回来了。”⑧1902—1911年的 《厦门海关十年
报告》指出：“在我们回顾的这一时期内�厦门和海峡殖民地及荷属爪哇等地间的客运业兴盛不衰
……那些到上述各地去寻求改善自己境况的人�虽然境况有所好转�但有50％的人最终还是回到
了他们的家乡。”⑨实际上�当时到海外谋生的闽南人大多是候鸟式移民�他们并未在海外成家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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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海志》修编小组：《安海志》�1983年版�第144—152页。
杨国桢等：《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》�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�第44页。
〔清〕文庆等纂辑：《筹办夷务始末》咸丰朝卷7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�第2506页。
〔清〕文庆等纂辑：《筹办夷务始末》同治朝卷7�中华书局2008年版�第2794页。
《清实录》光绪朝卷327�中华书局1987年版�第201页。
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、《厦门海关志》编委会：《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》�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�第436—437页；戴一峰：

《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国规模及其发展变化》�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》1988年第2期�第33—39页。
参见郑林宽 《福建华侨汇款》�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版�第10—18页。
《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》�第270页。
《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》�第35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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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�而是临时性地到海外打工�因而经常往返于海外与故乡之间。1930年代初期�由于东南亚地区
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�市场萧条�谋生不易�每年自海外归国的人数反而超过了出国人数。①
这不仅反映了华侨与侨乡之间的密切联系�而且反映了世界经济体系对侨乡社会的深刻影响。

晚清至民国时期出国谋生的福建华侨�大多是单身的青壮年男子�他们的家人一般都留在国
内�而他们自己也期望有朝一日荣归故里。据1930年代末福建南安等13县的侨乡调查资料�在
37744户华侨家庭中�全家出国的仅占29％�而侨眷留在原籍的占71％；在留居原籍的侨眷中�约
66％为妇孺老弱之辈�其主要经济来源依赖于侨汇。② 1930年代初�社会学家陈达在闽粤侨乡开展
社会调查�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。在他调查的100户华侨家庭中�平均每家6∙26人�年收入侨汇
646∙8元�占全家总收入的81∙4％。③ 他还指出�据当时的一位外国领事估计�“厦门的邻近有80％
的家庭�依赖华侨汇款来维持生活的一部 ”④。因此�从晚清以来�福建侨乡和海外华侨聚居地出现
了大量专门经营侨汇的侨批局或民信局。据1938年福建省政府统计室的统计资料�南洋各地专门
经营福建侨汇的民信局共有464家�其中马来亚131家�新加坡68家�印度尼西亚125家�菲律宾
101家�缅甸18家�越南11家�婆罗洲7家�泰国3家。这些民信局大致可以分为闽南、福州、兴化、
闽西四帮�每帮各有收汇范围�在南洋设立总局�在福建各主要城市设立分局。至1936年�福建各
地民信局共有126家�其中厦门为数最多�共有84家。⑤ 由于 “侨批 ”是侨汇与书信的有机结合�集
中反映了海外华侨与侨乡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与文化信息交流�目前已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
注�成为研究华侨跨国生存状态与侨乡社会变迁的最佳资料。

在近代闽南的归国华侨中�也有不少富商大贾。他们在海外经商致富后�大多回乡 “买田、起
厝、讨亲、造坟 ”�俗称 “南洋钱�唐山福 ”。⑥ 这里的所谓 “唐山 ”�即中国祖籍地。可见当时的闽南
华侨普遍认为�下南洋只是为了赚钱�回归乡里才能享福。据晚清 《厦门海关贸易报告》记述�当时
厦门市区的豪华住宅�主要是由海外华侨兴建的。1882—1891年间�在厦门口岸的邻近地区�“到
处可以见到一些成功者的华丽住宅 ”⑦；1892—1901年间�“富有的中国人从马尼拉和台湾返回�随
之建起了许多外国风格的楼房�以作他们的住宅 ”⑧；1902—1911年间�“在鼓浪屿�最好的大厦是
属于那些有幸在西贡、海峡殖民地、马尼拉和台湾等地发迹的商人后裔所有。在厦门和远离市中心
的地方的一些西式洋楼�也同样是那些在海外发了财的人所盖的 ”⑨。陈达在闽粤侨乡调查时�曾
听一位华侨说：“买房 （或建房 ）比存款可靠些�因在银行或商号存款�有时连本钱都被人侵蚀了�但
房屋是永远摆在那里�人人看得见�拿不动的。”〇10由此可见�海外华侨回国购置房地产�实际上也是
一种储蓄行为。

近代闽南华侨的家庭结构与婚姻形态�也深受跨国生存状态的影响�具有不同寻常的特点。由
于华侨长年在海外谋生�侨乡家庭多为单亲家庭�即子女主要由母亲抚育�妻子是事实上的家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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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不少华侨出国时未婚�在海外积有余资�才回乡娶亲�而婚后不久又再次出国�与妻子长期分居。
更有甚者�有的华侨娶亲时不在国内�由家人或水客代为安排婚礼�新娘只能与公鸡或雨伞拜堂成
亲。华侨婚姻与家庭的另一主要特色�是广泛流行 “两头家 ”的习俗�即华侨在原籍和海外都有妻
子�同时维持两个或更多的家庭。在原籍的妻子�主要负责养育子女�服侍公婆�处理乡族事务�而
在海外的妻子�则主要负责照料丈夫生活起居�有时也成为丈夫经营事业的得力助手。在闽南侨乡
族谱中�通常把 “两头家 ”的婚姻形态记述为传统的多妻制�即以原籍的妻子为正妻�而以海外的妻
子为侧室。而在实际上�闽南华侨的不同妻子及子女一般都分居海内外�有的终生难得一聚�因而
不同于传统妻妾同堂的多妻制家庭。如晋江东石乡的华侨黄秀琅�早年去菲律宾谋生�发迹后在原
籍、菲律宾、香港和厦门都置有产业。为了经营这些产业�他常年周游于海内外各地�而且在各地都
娶妻成家。晚年回乡营造茔墓时�他把四位夫人的茔墓分置于自己的两侧�以示无大小之别。①

晚清至民国时期�由于华侨可以自由往返于海内外�遂使海外华侨与侨乡的联系日益密切�在
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领域都形成了有机的整体�呈现出侨乡特有的跨国生存状态。对大多数闽南华
侨而言�尽管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在海外�已经日益趋于 “国际化 ”了�但他们的根却始终留在原
籍�侨乡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最后归宿。因此�近代闽南华侨也特别关心侨乡建设�热衷于参与地
方公共事务�逐渐由 “海外弃民 ”演变为 “地方精英 ”。

三、闽南侨乡的社会权势转移
本文的所谓 “社会权势 ”�主要是指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与支配权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�社会

权势主要表现为对各种地方公共事务的干预。闽南地区的传统地方精英�主要是获得科举功名或
出任官职的士绅阶层�他们依托官僚政府�操纵乡族组织�对地方公共事务实行全面干预�构成了足
以号令一方的社会权势。晚清至民国时期�由于旧式士绅阶层日益没落与新式知识精英离弃乡土�
闽南华侨开始全面参与各种地方公共事务�逐渐形成了新型的社会权势集团。

闽南华侨对侨乡事务的参与�早在清初已见端倪�但当时华侨不能自由回国�只能为侨乡事务
提供资助�自然也就难以形成社会权势。例如�厦门青礁慈济宫现存一通立于康熙三十六年
（1697）的《吧国缘主碑记》�述及清初迁界时 “庙成荒墟 ”�复界后乡人重建庙宇�“赖吧国甲必丹郭
讳天榜、林讳应章诸君子捐资助之 ”。碑末注明：“甲必丹林讳应章、美锡甜马讳国章同议�将吧国
三都大道光缘银 （捐出 ）�丑、寅二年共交银四百二十两。”②当地原属海澄县三都�大道光 （公 ）即青
礁慈济宫的主神保生大帝。这说明�当时在荷属巴达维亚的海澄华侨中已有崇拜大道公的仪式团
体�其首领即担任华人甲必丹、美锡甜的林、马等人。在此次建庙过程中�海外华侨只是作为 “缘
主 ”出现�而主持建庙的 “首事 ”则是当地的颜氏士绅。与此同时�同安县文圃山龙池岩也在复界后
重建�住持僧人专程前往海外各地�“募诸外国大檀越 ”。据说�当时巴达维亚的华侨 “闻风协兴 ”�
不仅捐款助建�还催促住持僧 “速归 ”。在碑上题名的华侨�除巴达维亚的 “檀越主 ”郭天榜等人之
外�还有雪佛兰、美硕甘、安问、万丹等地的 “缘首 ”。③这一时期�海禁初开�华侨与侨乡之间的联系
还较为密切。到康熙五十六年 （1717）禁航南洋之后�不许华侨归国的禁令日益严厉�此类记载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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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不多见了。

闽南华侨在侨乡政治舞台上的首次亮相�当属咸丰三年 （1853）爆发的小刀会起义。小刀会为
天地会的分支�清代主要活动于海外华侨社会中�晚清时期传回闽南侨乡。咸丰元年 （1851）�奉旨
回乡督办团练的泉州籍御史陈庆镛�在 《请办闽省会匪疏》中说：“窃惟福建漳州府属之龙溪、海澄
等县民人�多往苏禄、息力、吕宋贸易�每就彼国娶妻生子�长成挈回。其人俗谓之‘土生子’�向在
外洋敛钱�聚会成风�乃挟其故习�沿及漳州各属�以至厦门�结为小刀会�亦曰天地会。”①闽南小刀
会的创始人陈庆真�祖籍泉州同安县�出生于新加坡�后回乡经营洋货生意�往返于暹罗、广东等地。
道光末年�陈庆真因生意亏本�受雇于厦门某洋行�遂纠集同乡12人组成小刀会�不久后又潜往同
安、龙溪、海澄交界处发展会员。又有厦门人陈罄�“与同安县属白礁乡王泉�倡造谣言惑众�谓伊
有神术�自可通天�能入会者免罪。于是石美、海沧、白礁各乡贩洋者�咸受其煽惑。”实际上�小刀
会最初只是民间互助组织�“谓入会�则上至省城�下至广东�皆有资粮相助�免至乏食 ”�因而对贫
民颇有号召力�“不数日间�入会者已近数万人 ”。②清政府从一开始就对小刀会实施镇压�陈庆真
等主要骨干被捕遇难�其余会员逃往闽南各地。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�闽南小刀会随之闻风而起�
其主要领导人为海澄县归国华侨江源、江发兄弟和同安县侨属黄得美、黄位等人。黄得美的父亲早
年侨居三宝垄�致富后回乡置有产业�但却被官吏勒索巨款�又强派为漳泉盐商�亏损达80万元。
因此�黄得美早有谋反之心�入会后不断提供资助�积极推动武装起义�后被推举为起义军首领。闽
南小刀会最盛时�曾攻占漳泉地区11县镇�并在厦门建立了政权�但半年之后就被镇压了。小刀会
起义失败后�余部逃往南洋及台湾�其后人有的成为华侨富商。如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父亲�
就曾任小刀会的军需官�后逃至爪哇�定居于三宝垄�由经商而致富。③

闽南小刀会作为华侨与侨属领导的反清起义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。由于清
政府长期歧视和压迫海外华侨�其结果是导致他们的强烈反抗�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。此后孙中山
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�就是以南洋为主要策源地�以海外华侨为坚强后盾。据说�孙中山曾称华侨
为 “革命之母 ”�这可以说是他对毕生斗争经验的高度总结�但似乎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。
笔者认为�当我们论及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动力机制时�应该特别关注海外华侨的生存状态与革命
意志。这是因为�海外华侨同时受到国内外的双重政治压迫�因而也就必然成为 “反帝反封建 ”的
急先锋。

晚清时期�洋务派官僚为了借助于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�开始派员巡视南洋各地�动员华侨报
效祖国。光绪九年 （1883）�郑观应奉粤督岑毓英之命�率先前往暹罗、金边、西贡等地考察华埠社
会�回国后写成《禀醇亲王为拟收服南洋藩属各岛华侨以固边圉事》�提出了利用华侨加强国防的
建议。中法战争期间�闽督左宗棠、杨昌浚等�也曾委托暹罗侨商陈金钟在南洋劝办海防捐。光绪
十二年 （1886）�王荣和等奉两广总督左宗棠之命�巡历南洋各部及澳大利亚新金山等地�回国后指
出新加坡华商最为富有�经营南洋应以此地为重点。当时清政府已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�其主要职
责是为清政府募集捐款。有些地方政府也派专人长驻新加坡�为本地募集华侨捐款。如光绪初年
华北遭灾�山东巡抚派谢司马到新加坡劝捐；光绪十五年 （1889）江南遭灾�两江总督派汪二尹为苏
浙赈捐总局的代表�长驻新加坡筹办捐务。清末新政期间�又委派南洋富商张振勋为商务大臣�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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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南洋华侨商会�劝诱华侨回国投资。①

为了使南洋劝捐富有实效�清政府还在海外大肆卖官鬻爵。中法战争期间�在南洋首开 “海防
新例 ”�准捐京官郎中以下、外官道台以下、武官游击以下的各类虚衔。据说�此例一开�当地 “士民
好义急公�输将恐后�核计指纳之项不下二百万 ”②。光绪十三年 （1887）�《叻报》专门刊登了户部
捐爵减价的消息�内称：“三品以上捐花翎二千两�四五品花翎捐银一千两�蓝翎需银五百两�均以
实银上兑。”③此后�准捐范围越来越广�捐价也越开越低。这一做法对华侨富商颇有吸引力�有不
少华侨因此而拥有绅士的头衔�满足了荣宗耀祖的心愿。如印度尼西亚富商黄仲涵�其父虽是反清
的小刀会成员�生前还是捐了道员的头衔�而死后又由仲涵为之加捐了三品衔。因此�华侨富商对
反清革命的态度并不积极�或是抱有观望态度。胡汉民曾说 “南洋资本家不革命 ”�这也反映了晚
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政治影响力。当然�大多数华侨捐纳官爵只是为了自保�未必是真心效忠清王
朝�或是决心与革命党人为敌。

清末为了鼓励华侨回国�专门在沿海各地设立 “保商局 ”�为归国华侨服务。光绪二十五年
（1899）�闽浙总督许应骙奏请设立厦门保商局�清廷准其所请�诏曰：“闽民出洋者�多籍隶漳泉�以
厦门为孔道。此项民人不忘故土�偶一归来�则关卡苛求�族邻诈扰�以致闻风裹足�殊非国家怀保
小民之意。着准其于厦门设保商局�遴选公正绅董�妥为办理。凡有出洋回籍之人�均令赴局报名�
即为之照料还乡。倘仍有各项扰累情事�准受害之人禀局�立予查办�以资保护�而慰商民。”④此
后�又谕令沿海各省推广福建之例�委任公正绅士办理此事。厦门保商局设立之后�由厦门海防道
督办�由于所任非人�对往来侨商任意勒索�以至被称为 “勒捐局 ”。光绪二十九年 （1903）�南洋闽
商联名向商部上禀�“拟请奏派公正绅董驻扎厦门�办理保商局�务以联商情而苏民困 ”⑤。商部接
到投诉后�惩处了被指控的官员�但拒绝了侨商自选绅董驻厦的要求。当时商部正在筹设各地商务
局�随之也就裁撤了保商局�其职能并入商务局。这一事件反映了闽南侨商保护自身权益的集体抗
争能力�对此后闽侨联合干预侨乡事务具有深远影响。

晚清至民国时期�在海外华侨的大力捐助下�闽南侨乡出现了建设高潮。光绪二十三年
（1897）�印度尼西亚华侨黄志信捐资修建同安灌口至前场的官道�长达5里多�全部用石板铺设路
面。光绪年间�永春县华侨李士祚捐资重修东关桥�其子李俊承于1923年又再次重修。民国初年�
海澄县浮宫镇遭海潮侵蚀�印度尼西亚华侨郭美丞等捐黄金200两�购买万吨旧轮运石填海�筑成
长坝�以阻海潮。这些大型的公共工程�原来照例是由官府或士绅发起修建的�自晚清以降则主要
由华侨或侨眷主持修建�由此不难看出当地社会权势的转移。

在近代闽南的市政建设与交通运输、新式教育等公共事业中�海外华侨也发挥了主导作用。
1920年�厦门成立市政会�商请台湾归侨林尔嘉为会长、印度尼西亚归侨黄奕住为副会长�统筹市
政建设工程。1937年�厦门海外华侨公会在《呈福建省政府文》中说：“查厦岛自开辟马路�改良新
市区�旅外华侨不惜以多年勤劳累积之金钱�返回投资�重金购买地皮�建筑新式房屋�繁荣市区�提
高厦岛地位。虽政府提出有方�如非华侨热心桑梓�踊跃投资�则建设新厦门恐非易事。”⑥闽南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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侨对城乡交通运输的投资�始于1905年创办的漳厦铁路公司�当时共募集华侨投资200余万元�于
1910年建成通车�全长28公里。1919年�漳州与泉州华侨分别组成始兴公司和泉安公司�开始投
资于公路运输事业。1930年�据闽南汽车公司联合会报告�漳泉两地共有23家汽车公司�建成公
路1691里�总投资400余万元。其中华侨投资所占比重�在泉州为70％�在漳州为50％。① 闽南华
侨创办的新式学校�始自光绪元年 （1875）厦门华侨曾广庇创办的龙山女子学堂�至清末已达40余
所�民国时期更是遍及城乡各地。据1935年晋江县政府统计�全县年教育经费共47∙4万元�县政
府只提供3万元�其余44∙4万元由华侨捐助�约占93∙7％。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�由于侨汇断绝�
导致闽南侨乡的大多数学校都停办了。

近代闽南的慈善机构与救济事业�也大多是由华侨创办或赞助的。道光二十四年 （1844）创办
的晋江县安海养生堂�是近代闽南最早的育婴机构。安海养生堂的创始人倪子范是贡生�同时也是
侨属。他首先从南洋募集捐款�然后在安海镇内购买了36间店铺和住宅�以所得租金为育婴堂经
费。受其影响�晚清闽南各地都设立了由华侨资助的育婴堂。③ 光绪三十一年 （1905）�晋江流域发
生了罕见的大水灾�受灾范围波及晋江、南安、安溪三县。灾后设立的筹赈局�从一开始就以华侨为
主要筹款对象。据《泉郡赈灾征信录》记载�当时议定的救灾方案宣称：“拟函达中外各商埠筹集捐
款也……此番灾区之广�灾黎之多�官款民捐既属杯水车薪�惟有函达中外各商埠筹集捐款�庶几众
擎易举�相与有成。各埠商贾�每不忘所自�身虽远出�素重乡情�忠信旅涉波涛�礼义生于富足。”
为了广泛募集华侨捐款�筹赈局还专门在海外报纸刊登广告。在 《征信录》中有如下记载：“一、开
垊、怡报广告五天�去银二十二元四角；一、开垊、怡、香江上报费�去银五元八角。”海外华侨果然不
负众望�先后共捐款3万余元�约占筹赈局募款总数的80％。在此次赈灾活动中�委任蔡资深、黄
猷炳等华侨富商为 “办理绅董 ”�在海外各商埠也委任了一批 “劝捐绅董 ”。此外�在事后发布的《泉
郡赈灾奖叙录》中�还表彰了一批海外华侨社团和慈善机构�如槟榔屿平粜局、吕宋闽帮公所、怡朗
闽帮公所、安南闽帮公所、大吡呖闽帮公所、小吡呖闽帮公所、新加坡天福宫、实叻平粜局等。④ 这
说明�在清末闽南侨乡的公益事业中�海外华侨已经开始担任主角。

创办于光绪二十年 （1894）的泉州花桥善举公所�是近代闽南最著名的慈善机构。该公所前身
为泉郡施药局�是由花桥慈济宫主办的慈善机构�改为善举公所后增设了 “度岁 ”、“恤嫠 ”等救济项
目�民国时期又增设 “养济 ”、“平粜 ”、“施棺 ”等项目�抗战时期专门设立 “筹赈会 ”�曾连续施赈15
次�惠及众多战时难民。公所的首任董事长为进士黄搏扶、次任董事长为举人陈仲瑾�他们都是清
末民初泉州的著名士绅�但公所的主要经费来源及董事皆为南洋华侨。根据1925年的 《泉州分给
度岁覆实录》记载�当年所收捐款12213∙5元中�菲律宾各埠共捐5342∙5元�印度尼西亚各埠共捐
2264元�安南各埠共捐1367元�新加坡捐200元�南洋救乡会捐300元�海外华侨捐款约占总数
80％。此外�公所下属施棺局的经费�历来都由新加坡董事会提供；抗战时筹赈会赈济华侨难民的
经费�主要是由港菲平粜会提供。⑤ 解放后�这一慈善机构仍继续存在�但先后改名为爱国赠药处
和泉州市赠药处�其救济范围及规模都大为缩小。泉州花桥善举公所作为华侨资助的民办慈善机
构�从清末一直延续至今�集中反映了闽南华侨参与侨乡公共事务的传统与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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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国梁等：《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》�第394—397页。
李国梁等：《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》�第552—563页。
参见蒋楠 《近代泉州的慈善事业与侨乡社会变迁》�硕士学位论文�厦门大学历史学系�2005年。
《泉郡赈灾征信录》卷1�厦门图书馆藏。
《花桥善举公所·乙丑年全州分给度岁覆实录》�花桥赠药处义诊所董事会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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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近代闽南侨乡的地方政局中�华侨、归侨及侨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辛亥革命前�已有不

少闽南华侨参加了同盟会、光复会等反清组织�积极开展筹款活动�并派人回乡策划起义。闽南地
区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�都是从印度尼西亚、新加坡、缅甸等地归国的革命党人。1911年底�厦
门辛亥革命的领导人王振邦在《光复厦门漳泉永纪略》中说：“振邦自科举停止�在丰州官立学校肄
业一年�丁未夏出南洋�在新嘉坡与汪精卫、田恨海二先生联盟革命。至己酉到爪哇泗水埠�适恨海
先生来游斯土�即与蒋开远、杨邦超、邓寿南、蒋以芳、杨俊明组织书报社�设演说会�立为机关……
及辛亥三月十六日�同杨杰、陈又让抵粤省起义不就�因思厦门为通商口岸�闽省海口之要辖也�故
四月初七日回厦门。”这就是说�闽南革命党人先在海外设立领导机关�再到国内发动起义。在辛
亥革命之前�厦门、泉州等地都设立了策划起义的秘密机关�而在武昌起义爆发后�“时有爪哇泗水
书报社总理蒋君保和暨诸议员�佥举代表王少文、财政蒋以芳携带巨资抵香港�将助内地响应之需�
先派杨启进、陈子山到厦门帮忙 ”。当时�福州省城尚未光复�也向闽南华侨求助。 “九月初八日�
福州同盟会友祁君喧自省来厦�与邦商及福州将欲响应�而艰于财政�奈何？在南洋诸华侨谓厦地
为通商口岸�且关漳泉桑梓之邦�宜先光复�而后图及上下游诸府。祁喧谓福州为闽之领袖�一经光
复而上下游诸府从焉……于是�将泗水汇到之款�九月十五日先拨二千元付祁喧带回助福州光复之
用。九月十九日福州光复�越日再汇五千元�由祁君喧经手转交军政府。”在闽南地区�由于清政府
的官吏大多已逃离或反正�革命党人的当务之急是筹集军饷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。当时最复杂的
是建官设治�经反复商议�“众谓厦门乃福建南部之区�光复之举由南洋华侨前来组织�议定名称为
南部分府 ”。此后�厦门政权由省府派员接管�参加辛亥革命的华侨大多功成身退�但有不少仍留
居国内�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侨乡事务。①

民国初年�袁世凯试图实行独裁统治�孙中山相继发动了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�闽南华侨也积
极响应�支持广州军政府驱逐北洋军阀。1918年初�孙中山委任台湾归侨林祖密为闽南军司令�同
时任命方声涛为征闽靖国军代总指挥、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。林祖密于1915年参加中国革命
党�曾在厦门策划反袁起义�失败后转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。受命回闽后�他先在厦门鼓浪屿组建
了闽南军司令部�又在漳州文昌宫设立闽南军随营学校�派人赴漳州各地收编民军和土匪�很快就
控制了华安、长泰、龙溪、南靖等县。1919年�陈炯明为了扩张实力�强行将闽南军缴械改编�林祖
密交涉无效�转而推动 “全闽自治 ”运动。1920年�林祖密在鼓浪屿和归侨黄奕住、林菽庄等倡导组
织了 “福建自治研究会 ”。与此同时�福建民军首领张贞、许卓然、秦望山等也发起组织了 “福建自
治促进会 ”�在厦门以 “福建自治军 ”名义发表《自治宣言》�提出了 “闽省自治 ”和 “闽人治闽 ”的口
号。于是�自治的呼声遍及海内外。福建省议员还拟定了《福建省实施自治方案》�闽南的南安、永
春、德化、仙游等县则率先实行自治。然而�由于闽南民军各部山头林立�无法联合推翻北洋军阀的
统治�自治运动也就无疾而终了。1922年�福建督军李厚基下台�孙中山委任林森为福建省长�遭
到民军首领张贞等联名反对�孙中山函示：“惟福建省长一席�闽海外华侨同志多嘱望子超 （林森
字 ）。”张贞等只好作罢。② 这说明�当时即使是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�也必须顾及海外华侨的政
治态度。
1920年代�闽南民军相互倾轧�军纪败坏�严重扰乱了侨乡社会经济秩序。1924年�菲律宾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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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振满 ／国际化与地方化：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
侨李清泉、王泉笙等发起组织 “南洋闽侨救乡会 ”�倡议海外华侨共同干预侨乡事务�改良地方政
治。1925年�在鼓浪屿召开各属华侨代表大会�共同商议救乡事宜。1928年�菲律宾华侨向南京国
民政府请愿�强烈要求 “改革闽政 ”�尤其是 “解散土匪式之军队�化兵为工 ”�其矛头直接指向由民
军起家的地方军阀。当时泉州国民党元老许卓然也认为�必须清除闽南军阀陈国辉、高为国等�
“以慰侨望 ”。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�遂使海外华侨决定另寻解决办法。1931
年淞沪抗战后�福建华侨发起了请调十九路军入闽的运动。菲律宾华侨为此成立了 “闽侨救乡
会 ”�新加坡、马来亚等地华侨也随之响应�呼吁请十九路军入闽 “拯救桑梓 ”�肃清匪患�刷新地方
政治。1932年6月�在香港召开了 “福建海内外民众团体代表联席会议 ”�通过了欢迎十九路军入
闽等救乡议案。会后�推举代表到广州拜见蔡廷锴等�面呈请愿书及救乡决议案�商定了十九路军
入闽的有关事宜。十九路军入闽后�镇压了闽南军阀陈国辉、高为国等部�改组了福建地方政府�邀
请海外华侨共同参政。1933年11月�十九路军发动 “闽变 ”�通电 “反对卖国的南京政府 ”�宣布成
立 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”。但为时不久�“闽变 ”失败�闽南华侨的 “救乡 ”理想也就随之破灭
了。①

在民国初期的政治动乱中�闽南华侨为了保境安民�大力支持侨乡的武装自卫组织�导致了社
会控制权的不断下移。例如�泉州城郊的 《树兜乡自卫小史》记载：“民国六年四月间�乡中就盛传
永春方面有民军要开来�攻打泉州北军�乡中富裕侨户如蒋报企、蒋报察、蒋开远、蒋报笼等的眷属�
相率迁居鼓浪屿�认为是‘万国租界地’�南北军不敢侵犯……因讨论决定创办冬防大社�有钱出
钱�有力出力�由各房长出面向侨户筹募经费�常月捐每月募得一百多元。由蒋报团、蒋报才招集社
丁�办理社务。”这种 “冬防大社 ”主要是在本村组织巡逻与警戒�防范盗贼及土匪。1920年�当地乡
民与民军发生武装冲突�围歼了民军 “汪连部 ”。为了抵御民军的报复�开始组建 “联乡保卫团 ”。
据说：“打汪连的消息传至厦门鼓浪屿�我乡合泰号蒋报察之侄以守�立即来泉州明新钱庄找蒋报
企�协商正式成立乡团。当时报察财力与报企不相上下�彼此同意共同负责�各付五千元�合共一万
元�作为乡团临时经费。以守又到城里找乡人蒋以麟�同回树兜筹办乡团事务。按地形组织�深坑
一区�大下尾与都下一区�杏埔、田后、长福一区�延陵与下三乡傅一区�树兜至浮桥街一区�共组成
五个区……各区各自选举负责人成立�总名定为‘晋南联乡保卫团’。”这一 “乡团 ”地跨晋江、南安
二县�实际上具有军事联盟的性质。由于这一联盟由树兜华侨发起组织�“总团部 ”设于树兜明新
学校�“经费全部由树兜乡负责 ”。1923年�“乡团停办 ”�树兜乡 “仍办冬防大社 ”。1926年7月�土
匪进村绑票未遂�“乡人将冬防大社击退土匪�夺回蒋子俊兄弟事�函告旅泗同乡。泗水乡侨认为
家乡情景如此�为保卫乡里安全计�必须长期办民团�方得无虑。”于是�“海外又再发动募捐�作为
长期经费�乡中得此消息�自卫之心更强 ”。此后不久�北伐军入闽�发动乡村组织农民协会�树兜
即以 “社丁签名 ”为会员�而又改称冬防大社为 “农民自卫军 ”。1927年国共分裂后�农民自卫军改
称 “晋南民团 ”。1930年�晋南民团围攻泉州驻军高为国部�“泗水乡侨怕再生事端�对民团经费不
再支持�树兜民团也就无形解散了 ”。②

《树兜乡自卫小史》的作者蒋报捷�原是泉州著名侨乡树兜村明新学校的教员�后应邀担任晋
南联乡保卫团的 “财政 ”和晋南民团的 “董事 ”兼 “外交 ”。上文主要是他对亲身经历的追述�经后

71

①
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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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整理而成。这一难得的口述史资料�生动地记述了民国时期闽南侨乡的社会动态�从中也不难看
出华侨与侨眷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和控制权。

四、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传承
晚清至民国时期�中国知识界经历了 “中国意识的危机 ”。从废除科举、提倡新学到新文化运

动�新兴的知识精英无不以反传统为荣�乡土社会文化传统逐渐受到摒弃。然而�在海外华侨和侨
乡社会中�乡土社会文化却被视为安身立命之本�不仅未受到冲击�反而得到了强化。这是因为�海
外华侨大多出自社会底层�与乡土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他们不同于旧式的士绅阶层与
新式的知识精英�较少受到主流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的困扰�而又深受乡土社会文化传统的熏陶。
海外华侨社团的组织形式�大多是植根于侨乡社会的同乡会与宗亲会�因而华侨对侨乡事务的参
与�也大多是借助于各种既有的乡族组织。由于近代闽南华侨在侨乡社会中占居主导地位�遂使乡
土社会文化免遭 “现代化 ”的冲击�得到了持续不断的传承与更新。

在闽南各地的寺庙、祠堂等公共建筑中�至今仍可看到大量华侨捐资修建的碑记�其中大多立
于晚清至民国时期。这说明�在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下�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传统得到了有效
的保护。1937年�莆田涵江车辂境华侨倡捐重修社庙仙宫堂�事后立碑记云：“恭惟本宫崇奉慈济
真君、文武诸神�灵昭车辂�化及夷邦。但念众等食谋外国�利涉重洋�常 ［蒙 ］呵护之恩�每荷帆幪
之德……是以同心纠集乐捐�乃率乡人协力�兴工重葺�添新改换�略可壮观�幸已落成。”与此同
时�又在碑末刊立禁约：“照得仙宫重地�首应严肃威仪�兹经全乡公议�列定宫禁刻碑。凡属宫阙
内外�清洁共为保持；若逢早冬收成�禁止堆积谷物；附近左右邻舍�毋得填塞木藤；周围地土树木�
切勿动掘伐剺。如是观瞻可壮�附告俾众周知。各宜凛遵�合行须至碑者。”①这一由海外华侨树立
的碑记�集中反映了侨乡社会文化的地方特色与传承机制。

在闽南侨乡的族谱中�记载了大量华侨捐助公益事业的资料�其中大多与乡族事务有关。例
如�1941年续修的《永春鹏翔郑氏族谱》记载�十七世金亲�“为人老成持重�里有纷争�善为排解。
侨居马来亚�经营实业�关怀桑梓�鼓吹教育、文化及公益、慈善等事业不遗余力�历任族校驻洋校董
会主席。民国乙丑举募族校基金与丁丑重修谱牒�均赖君之策划�以底于成。现任家族会顾问。”
十八世开炉�“为人慷慨�重公益�为族校在洋雪兰莪港口校产付托人。民国丁丑重修谱牒�捐资策
划�颇为努力�膺家族会副主席。”十八世开杉�“同盟会会员�竭诚党国�热心教育�历任侨校总理及
鹏翔小学校董�家族总会执监委员�对族谱重修甚见努力 ”。十九世有柞�“侨寓南洋槟城�历任钟
灵学校协理�光华日报董事�永春会馆副会长、荥阳堂总理 ”。十九世成份�“鉴族校图书仪器缺少�
慨捐多金为助。荣膺福建省政府咨议、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顾问�竭诚效忠党国。岁丁丑重修族
谱�捐款四千元�并向族侨劝募�不遗余力�在侨界颇负声望。现任英属霹雳怡保福建公会会长、家
族总会主席及鹏校董事长�充基金达一万元。”二十世应珏�“曾任总统府顾问、国民政府华侨委员
会顾问及家族总会执委、鹏翔小学校董�捐助族谱经费六百元 ”。二十世天送�“国立杭州艺术专科
学校毕业……岁丁丑旅居马亚�族侨建议重修谱志�赖君之力尤多。其关心桑梓�慷慨捐输�率能克
承先志。现任驻洋鹏翔小学校董及家族总会主席。”二十二世维忠�“泉州私立培元中学旧制毕业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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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任鹏翔族校校长�历任家族总会驻洋通讯处执委兼文书 ”。① 如上所述�鹏翔郑氏在海内外都设
有家族组织、家族学校及教育基金�而主要家族精英几乎都在海外。由于海外华侨无不热衷于乡族
事务�这就为侨乡社会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。

在近代闽南侨乡社会文化的传承过程中�侨眷、水客与本土士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如 《永春
鹏翔郑氏族谱》记载�十八世开炉 “配林氏�热心桑梓�捐助谱牒经费一千元 ”；十八世兆弄 “配林氏�
诰赠安人�贤淑慈善为怀�年近期颐�寿辰捐助族校国币一千元 ”；十九世廷丙 “配苏氏�热心谱务�
捐款二千元 ”。② 又如�《郑母贞辉林安人墓志铭》记述：“太君虽不知书�而深明大义�居恒劝诸子
致意于社会国家慈善公益。如在大羽自办高小国民学校�十年中费以万计；岛居两次捐筑商民学舍
五千金�间或输捐中外各校者为数颇多。至若捐助留产医院、孤儿院、贫儿教养院�以及社团一切义
举�或以千计�或以数百计……他如营祠庙、修筑桥路、民国廿六年九秩寿辰多量施赈白米�以至最
近购机购债�救灾救国�均慨出巨资为群侨倡。”③由于当时侨乡妇女大多主持家政�因而在乡族事
务中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。

所谓水客�主要经营侨批业�但由于常年往返海内外�在乡族事务中处于特殊地位。例如�石狮
市永宁《金埭黄氏家谱》记载�十五世当赤�“往来垊邦�受人委托�以信相孚。垊族人每岁所捐祭
费�君历年为先带来�以赴费用�祀典得以无旷。祖事有不敷者�君亦时与鸠捐。其尊祖敬宗之心�
有出于情不能已者。后日维持祖宗之事�亦于君寄其任焉。”④永春县 《桃源前溪周氏族谱》记载�
十九世华 （字联坠 ）�“少年营商于南洋�比壮以欲兼顾家庭�改执邮传业�年可往回三、四次�获利比
在洋尤丰……丙辰、己未间�乡中修谱�华收回捐款�视为应尽之义务�不取工资。仁房河婶孀居无
子�华怜其苦节�向南洋叔侄代陈状况�为募金买一子�以为之嗣�乡里称之。”⑤另据永春县《儒林宋
氏族谱》的《宋世勋先生事略》记载：“先生营商南洋多年�交游甚广�信义昭著�乃改执邮传之业�累
赀巨万。修祠宇�置祀业�遣子出洋留学�在乡兴办学校。倡修义龙坝长百余丈�因溪流湍急�五次
始成�为街尾乡之屏障。儒林宋氏自元季由莆分支入永�仅于清初与莆田合修族谱一次�迄今又阅
二百余年�先生倡议重修�亲赴南洋募捐�并董其事。其它如修桥造路�恤孤寡施穷等一切公益之
事�亦无不慷慨捐资�毫无难色。”⑥这些水客在海内外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�对侨乡社会文化传承
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。

民国时期�闽南侨乡的传统士绅大多前往海外谋生�或是专门负责侨乡事务�成为海外华侨的
代理人。例如�永春县《桃源前溪周氏族谱》记载�附贡生双喜�“少年入泮�具有干济才�迫于家计�
往南洋谋生数年。自壮岁回归�族中事得其调济�虽纠纷无不了解�公由是以担当族事自任……与
李牧树敏、王知事震丰最相得�尝举为禁烟局坐办�处理有方�成绩颇著。岁丙辰�族中有修谱之议�
公集各房长商酌�举公代往南洋募捐�一方面在祠开局�分任各房读书人采辑历代昭穆、生卒�而公
总董其事�虽未完备�而世次已昭然无缺。”州廪生永梭�“癸卯赴乡闱�留省从名儒谢叔元游。嗣以
家计困难�改营商业。民国丙辰�乡中提议修谱�公举赴南洋募捐�事毕遂在洋营业。丙寅回梓�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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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人郑翘松纂修县志�并被举为永春华侨联合会正会长。丁卯、戊辰�任家族修谱主纂。” ①在海外
华侨的支持下�这些士绅对乡族事务仍有较大的影响力�自然也有助于侨乡社会文化的传承。

近代闽南华侨在维护乡土文化的同时�也力求破除陋俗�与时俱进。1915年�晋江县金井村华
侨发起创设 “围江新民村 ”�其目的就是为了突破 “风水 ”观念对侨乡建筑的束缚。据 《围江建屋碑
记》称：“我国各处风俗殊异�即卑如吾乡�更为俗尚所拘囿�无开放之一日。故无论寻常之户�或富
户之家�偶架数椽御风雨�偶筑层楼以栖迟�靡不为旁人触目而生心�任意以阻扰。借口夫高压迨
伤�遏止于附近地脉。是诚惑方士之说�迷信堪舆�不觉挟全力以争锋�势成敌垒。非簿对于公堂�
即械斗于乡里。营一室而未成�已挥金乎累累；筑一楼而未就�遂铲地至平平……同人有见于此�惄
焉心伤。爰邀乡中人众�团结一社�颜曰‘围江新民村’。阖会讨论慎重�再三订立规则�俾知率循。
所有充费资挹注�划为本村教育公益之用�呈准官厅�示遵在案。从此除积弊于往昔�开便利于未
来。庶他日者在地人众、归国侨胞�凡有架筑楼台�泯争端于雀角；营建屋宇�得长庆乎鸠安；共井同
乡�亲仁笃爱；比户聚居�良好感情也。”②1916年�晋江县归侨黄秀烺营建家族茔域�据说也是为了
破除 “风水 ”陋俗。时人论曰：“闽俗重风水�恒有亲没数年�而宅兆未卜者。盖惑形家言�不惮停葬
择圹�以希冀不可知之富贵。甚矣！其愚也。海通以来�泉漳人士多商于南洋�富而归者�营置田宅
之外�益致力于造茔�以为报亲之道�宜尔。然往往以风水故�酿私斗�起讼狱�因而辱身荡产�视故
国为畏途者有之……今先生一举�可使其子孙世世祭于斯�厝于斯。无形之中�以敬亲睦族者贻远
谋�矫恶俗�其所化顾不大哉！”黄秀烺此举�据说是 “慕西人族葬之制 ”�也有的论者比附为 “《周
官》所记族坟墓者 ”�在当时可谓好评如潮�被视为 “移风易俗 ”的壮举。③

近代闽南侨乡的主要社会问题�是盛行以宗族组织或村社联盟为主体的乡族械斗。清末泉州
士绅吴增在《泉俗激刺篇》中写道：“蔑天理�无人心�械斗祸最深。彼此同一乡�既分大小姓�又分
强弱房、东西佛、乌白旗�纷纷名目何支离。械斗祸一起�杀伤数十里。死解尸�冢发骨�乡里毁成
灰�田园掘成窟�伤心惨目有如是�不知悔祸不讲理。劝君快设小学堂�学堂不兴祸不止。”④民国时
期�有不少闽南华侨致力于调解乡族矛盾�试图破除械斗的恶习。1936年�晋江县池店旅菲高登同
乡会为了禁止械斗�在村庙元帅府中立碑云：“本乡在昔理学代兴�文人辈出�乡党交游�绝无间言。
不知至何时代�始有强、弱房之分�即今张、吴六社是也�动辄炮火相见。推厥原由�皆为无知乡顽�
拘于成见�以致代远年深�此病未能蠲除……是以从事组织农会�集各姓之绅耆�促团结于实现。成
立以来�人心暂向�从前恶习�消灭殆尽。咸谓废除前例�此其时矣。夫欲永久不蹈覆辙�必须宣誓。
所以公请石狮城隍爷莅乡作证�俾乡人有所顾忌�以后不敢妄自开衅�此亦一种警戒之法。然是日
也�和气之声喧腾里巷�不可谓非乡运重新之表现。苟能长此不渝�乡情益洽�谦恭敬让�则紫阳之
雅化不能专美于前�邹鲁之淳风可以重见于今日矣。” 此碑题为 《废除强弱序》�而在碑末刻有誓
言：“发生强弱�绝子灭孙！”⑤由此可见�当时海外华侨为了破除乡族械斗的恶习�仍是借助于侨乡
原有的信仰体系与仪式传统。

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�由于受到了海外华侨的深刻影响�因而也具有明显的国际化趋
势。然而�由于海外华侨社会与原籍侨乡社会具有高度的同构性�因而在海外华侨参与侨乡事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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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�大多也是借助于原有的乡族组织�遂使乡土社会文化传统得到了强化和延续。换言之�这
种以海外华侨和侨眷、水客、本土士绅为中介的国际化进程�为乡土社会文化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�
使之具有更为鲜明的地方特色。

五、结　语
自明清以来�由于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�闽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已经日益趋于 “国际化 ”�到海外

谋生成为本地居民世代相承的历史传统。然而�由于晚清以前的历代政府不允许华侨回归故乡�海
外移民社会一度得到相对独立的发展�具有脱离本土社会的倾向。晚清至民国时期�由于允许国民
自由出入境�海外华侨与侨乡的联系日益密切�促成了闽南华侨的跨国生存状态。

近代闽南侨乡的生计模式�主要依赖于来自海外的侨汇收入。无论是 “两头家 ”的生活方式、
侨汇业的发展�还是归侨和侨眷投资置产的热潮�都反映了闽南侨乡与海外世界的密切联系。然
而�对于大多数闽南华侨而言�尽管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在海外�但他们的根却始终留在原籍�侨乡
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最后归宿。因此�近代闽南华侨特别关注侨乡建设�热衷于参与地方公共事
务�逐渐由 “海外弃民 ”演变为 “地方精英 ”。

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�由于传统的士绅阶层日益没落�新式的知识精英离弃乡土�海
外华侨开始登上了侨乡政治舞台�形成了新型的社会权势集团。从太平天国时期的闽南小刀会起
义�到辛亥革命、护法运动、福建事变�闽南华侨都扮演了主要角色。民国初期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动
乱�促成了闽南侨乡的自治化和军事化�导致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。近代闽南华侨提出的各种 “救
乡 ”方案�实际上都是为了推进地方自治运动。

在近代闽南侨乡的现代化建设与地方公共事务中�海外华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由于海外
华侨社会与原籍侨乡社会具有高度的同构性�闽南华侨参与侨乡事务也大多是借助于原有的乡族
组织�遂使乡土社会文化传统得到了强化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延续与更新。在闽南侨乡社会文
化的传承过程中�侨眷、水客与本土士绅作为海外移民的代理人�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�其运
作机制值得深入探讨。

如上所述�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�主要表现为国际化与地方化的同时并存。由于海外
移民在侨乡事务中发挥了主导作用�近代闽南侨乡的国际联系日益密切�反而较少受到国内政治运
动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。因此�在政治与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�闽南的乡土社会文化传统仍然
充满生机和活力。那么�究竟闽南的地方传统如何推进了国际化进程�而闽南的国际化进程又如何
强化了地方传统？这无疑是更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。由于篇幅的限制�本文只能论述近代闽南侨
乡国际化与地方化的一般态势�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�还有待于今后更为深入的个案研究。

　　〔作者郑振满�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。厦门�361005〕
（责任编辑：谢维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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